
各位好，今天我们为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讲一本书，他们是荒野上的

大师。这些知识分子涉及清末民初时期为中国开创了整个现代学术的一

批大师，涉及四个研究机构，包括地质调查所、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和营造学社。 

  

在开始讲他们的故事之前，要先谈一下鲁迅先生。大家知道鲁迅先生学

过医，会写小说和杂文，但在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除了小说和杂文

之外，还有一本畅销书，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本书叫作《中国矿产志》。

鲁迅先生最早是学矿业开发的，而且他是真正下过矿井，跟矿工们一起

工作过的。那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努力呢？因为他看不惯中国过去的书

生“困守书斋，打牌喝酒”。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

不会跟劳动人民一块儿下矿井干活的，甚至不会不带书童、不坐轿子这

样走在大街上。这种状况是无法适应现代的科技发展的，所以包括鲁迅

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都在不断地探索。 

  

那个时候，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着考古事业、地质勘察的主要都是一些外

国的学者，包括我们听说过的斯坦因、斯文·赫定，日本人伊东忠太、鸟

居龙藏等，所以中国的这些学者有一股非常不服气的精神。其实中国古

代也有在旷野中调查的学者，比如徐霞客，还有《天工开物》的作者宋

应星，但是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都不算高。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

人，就是新一代的徐霞客和宋应星。 

  



首先我们从李希霍芬的偏见开始说起。李希霍芬是一个德国地质学家，

他曾经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他说，中国的学者叫“斯文秀才”。

“他们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他

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

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

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观点，步行就是

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 

  

这个说法虽然很刺激人，让很多中国人听了不舒服，但是当时确实就有

这样的现状。第一个打破这个偏见的人，就是泰州人丁文江。丁文江十

六岁留日，然后又到了欧洲，在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分别学

了动物学和地质学。1913 年回国以后，他加入了当时北洋政府的矿政

司地质科，目标是三年培养一批人才，要求有八个字：“学业优异，体

力强健”。他和他的顶头上司司长张轶欧联合创办了地质研究所，他任

所长。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地质研究所开始创办的时候，和北大联合培养学生。他们选择教授的方

式是中西结合：既有德国的教授梭尔格，也有中国的教授翁文灏，还有

瑞典的教授安特生，等等。过了几年，他们培养出了“十八罗汉”，这

是中国地质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批重要的人才。1916 年的时候，十八个

人成绩合格，获得毕业证书，被称作“十八罗汉”。 

  



“丁文江兴奋地宣布：‘我已经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安特生也间接澄清了李希霍芬四十年前的刻板印象：‘一般的中国上流

社会人士都不喜欢劳动，著者以曾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一同旅行

的资格，敢在这证明，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出门已完全不用轿子，而且

十分明了野外地质学家的唯一行动工具只是两条结实的腿。’”就是首

先从能够迈开步、探索矿业开始。 

  

1917 年蔡元培入主北大，在北大也开设了地质系。丁文江到北大，说：

“我想从北大选几个优秀的学生。”他拿了一张考卷给北大地质系的学

生考，考完以后竟然都是零分。他把这张考卷扔在蔡元培的面前，说这

样办下去可不行，因为你们的学生连基本的矿石都分辨不清。蔡元培问

他该怎么办，他向蔡元培推荐了刚刚从伯明翰大学学成归国的年轻学者

李四光，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葛利普。四年以后，整个北大的地质

学脱胎换骨。 

  

著名的学者，后来被称作中国考古之父的李济，看到了（美国）自然历

史博物馆馆刊的扉页上，竟然登着一张中国人的照片，叫作 V.K.Ting，

实际上就是丁文江。李济大喜过望，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中国学者的

照片能够刊登在美国的学术期刊的扉页上。所以后来李济回到国内之

后，就立刻找到了丁文江，跟他一起合作。 

  



1921 年的时候，丁文江突然辞去了地质所所长的职务，去担任了北票

煤矿的总经理。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沉重的家庭负担，

他们家里人口很多，他需要赚钱。这时候接手的人就是翁文灏。在这儿

要介绍一下丁文江的为人，他特别热心，对于所有归国回来的年轻学者，

他都不断地帮他们安排住处、联系工作、介绍伯乐，所以大家都把丁文

江称作“丁大哥”，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极其热心的人。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三个人利用九年的时间，重新绘制了《中国分

省新图》。为什么呢？因为丁文江发现，他在中国进行野外科考的时候，

所用的地图竟然是康熙年间由传教士绘制的地图，非常不准确，而且隔

了这么多年没有更新。因此，他们决定为中国重新绘制地图，花了九年

时间。在这个地图的序言里，丁文江写道：“我们只希望以后同行的诸

君，少讲些龙脉，少画些笔架，使得中国青年渐渐地了解地形是怎么一

回事。”就是过去中国所谓考察地形的人，主要都是做风水的研究，所

以他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地了解地质考察是怎么回事。 

  

1920 年 12 月 16 日，在甘肃发生了里氏 8.5 级的地震，造成了特别严

重的人员伤亡。这件事情刺激了翁文灏，他开始测绘中国的地震带。翁

文灏那时候测绘出了中国的十六条地震带，一直到今天都依然影响着地

质学。1928 年，在翁文灏的建议之下，北京著名的律师林行规捐出了

他在野外的一座庄园，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地震台——北京郊区的

鹫峰地震台。 



  

同时，跟着翁文灏一块儿在甘肃考察的另外一个学生谢家荣，走到了玉

门，他认为玉门这个地方一定能够产出石油。能够为中国找到石油是非

常重要的一件事。1934 年，延长油田出油；1939 年，玉门油田出油。

地质学家当时所肩负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太多的

钱，怎么办呢？一方面就是和实业家结合。实业家后来发现，这些研究

地质的人真的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所以实业家愿意给他们一些捐助。

另外就是向政府不断地申请拨款。翁文灏节省开支到什么程度呢？他到

南京政府去申请拨款的时候，为了能省一点点差旅费，这么一个大学者

竟然在南京的鼓楼上露宿。同时，他还在北京的各个大学兼职教课。后

来，他们又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了。1918 年，著名的考

古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这个地方发现了古生物化石，还有石斧

和石刀。这时候中国的年轻学者袁复礼加入进来——袁复礼刚从布朗大

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从 1921 年 10 月 27 日到 12 月 1 日，

安特生、师丹斯基和袁复礼等人一起，在仰韶村的十七个发掘点挖掘出

大批彩陶、石器以及一些骨器和蚌器，装满了十一个木箱。……两年后，

在《中国远古之文化》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确认

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因为许多西方学

者一直认为，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的遗迹。”但是这又造成了另外一种

偏见，就是安特生他们认为：“彩陶很可能是从中亚经由中国西北传入



中原的。”所以后来中国的很多考古学者，就在针对这个问题，不断地

回击“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北京的郊区周口店考古的时候，安特生发现了可能是人的牙齿的一个

线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古人类学家步达生和安特生是老相识……他

和翁文灏商量后，决定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金……专门负责周

口店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双方约定，古生物标本出土后，由协和

医学院保存，并进行研究，但是，所有文物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必

须永远留在中国。” 

  

这里边有两个年轻人非常重要。“1928 年，二十四岁的裴文中和三十

一岁的杨钟健一起来到了周口店。杨钟健刚刚从德国留学归来，在慕尼

黑大学主攻古脊椎动物学，获得博士学位。”裴文中当时是北大毕业，

但是他成绩不太好，只能够做“练习生”，薪资也只有杨钟健的三分之

一。考古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挖几十米深。“（他们）一直坚持到大雪

封山，发掘了五百七十五箱化石，找到了两个远古人类的右下颌骨化石，

其中一个还有三颗完整的臼齿。”就是说，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中国的

古人类生活过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袁复礼带队在新疆发现了大批的恐龙化石，这在那时候

是一个非常轰动的消息。法国有一个报社，因为编辑无知，标题竟然写

的是“中国发现了七只活的恐龙”，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实际上不是



活的恐龙，而是发掘了大批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恐龙化石。这件事情吸

引杨钟健去了西北，留给裴文中的是一个鸡肋一样的考古对象，就是北

京的周口店。 

  

“1929 年 11 月底，隆冬来临，周口店的发掘已近尾声，挖掘深度已

达到基准点以下 22.6 米，洞穴仍在延伸，但是越来越狭窄，只能依靠

汽灯甚至蜡烛照明。不过，惊喜却接踵而至，他们陆续发现了完整的犀

牛头骨、完整的鹿的前肢和水牛足以及一些鬣狗的脊椎骨。不过，决定

性的瞬间发生在 1929 年 12 月 2 日下午 4 点，在松砂和坚硬的填质中，

裴文中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他相信，那是人的头骨。”这就是“北京

人”头骨的发现过程。那天他给北京拍电报，说：“顷得一头骨，极完

整，颇似人。”他把这个头骨用棉被整个包起来，先烘干，再填充，然

后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北京。这就是“北京人”头骨的出土过程。 

  

1930 年，实验室的研究员又把那些碎块拼在一起，又拼出了一个头骨，

这就有两个头骨了。1935 年，裴文中去法国留学，接手周口店继续考

古的是二十五岁的贾兰坡。那时候贾兰坡二十五岁，而且只有高中学历，

三年前考入新生代实验室，同样从“练习生”做起，但他是一个非常勤

奋的年轻人。贾兰坡勤奋到什么程度呢？讲一个例子，那时候他们工人

在野外没东西吃，打了一只野狗，要吃这只野狗。别人都惦记那个狗肉，

贾兰坡惦记的却是狗骨头。等到同事们把整只野狗吃完了以后，他把所

有的骨头收回来，拼成一具完整的狗的骨架。他对于骨头的热爱是发自



内心的。你想，这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就是通过不断地自学来进步的。

“后来经过两年苦读，他竟能轻松地用拉丁文标注各种哺乳动物的牙

齿。”各种哺乳动物的牙齿，他知道它们的拉丁文名称。 

  

在周口店，发掘队只发现了几颗牙齿和三块很小的头骨碎片。这时候，

日军又步步逼近。1936 年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只提供了六个月的

经费，而且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提供经费了。杨钟健后来就替贾兰坡打算，

说要在周口店设立一个陈列馆，到时候请贾兰坡做这个陈列馆的馆长，

至少能够让他养家糊口。 

  

“10 月 22 日上午 10 点，贾兰坡与一场小小的惊喜相遇，在第 8 层和

第 9 层之间，两块石头中间突然露出了一块下颌骨化石。”这个地方距

离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骨的地点，只有十米左右。“11 月

14 日夜里，又下了一场小雪，次日上午 9 点，发掘队才开始工作。半

个小时以后，一名技工挖出一块核桃大小的碎骨片，随手放进一个小荆

条框里。”就是把一个小骨片放到筐子里。然后贾兰坡问是什么东西，

技工说“韭菜”，他们把这种碎骨片称作“韭菜”，但是贾兰坡一看这

个“韭菜”，就断定这是人的头骨。就是因为他长期对于骨头的这种摸

索、熟悉、训练，所以他一看到那个小碎片就认为这是人的头骨，而且

这个头骨是被暴力行为砸碎的。于是这些年轻人就赶紧再挖，到当天下

午 4 点 15 分，又一个头盖骨出现了。 

  



“短短十一天里，贾兰坡率领发掘队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骨化石，

时隔六年，周口店再度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洛克菲勒基金会听说这

件事以后，决定把资助延长三年。这就是周口店考古的过程。那时候贾

兰坡每天在口袋里装两根腕骨，他随手一摸，就能摸出这是左手还是右

手，就知道摸的是腕骨的哪块骨头。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确实就

是这个样子。 

  

当时这一代的考古工作者，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1929 年，一个

年轻的地质学者被丁文江派到云南去考察，为了保护化石，被土匪枪杀。

1934 年，翁文灏在武康发生车祸，生命垂危。1934 年，步达生在实验

室里做实验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1936 年 1 月 5 日，四

十九岁的丁文江在湖南去世。这件事对学界的刺激极大，因为所有人都

觉得丁文江是一个天天帮助别人、救别人命的人。他的老友胡适就特别

难过，胡适经常回忆起丁文江对他的帮助。翁文灏更难忘记自己出车祸

的时候，丁文江怎么样强撑病体（照顾他），甚至都开始为他筹备后事，

并且打算收养他的幼子。傅斯年描述：“凡是朋友的事，他（丁文江）

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还

要操心得多。” 

  

这人（丁文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实干家”。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他曾来过中国），曾经评价丁文江：

“（他）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在蔡元培眼中，丁



文江“是一位有办事才干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

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

我国现代之罕见的人物”。所以丁文江应该算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

但在 1936 年，四十九岁（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粟渺社分享微信

jnztxy] 

  

1937 年 7 月 9 日（大家看这个日子就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两

天），周口店的发掘终止，这些学者开始四散。“谢家荣和杨钟健都拒

绝了日伪邀请，不得不逃离北平。……作为清华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

四十四岁的袁复礼与闻一多等十一名教授一起，带领二百六十七名学

生，徒步三千多里，从长沙一路走到昆明。”这就是西南联大传奇的开

端。留守周口店的赵万华、郑统宇等三名技工被日军杀害。贾兰坡到协

和医学院进修解剖学，就是我前面说的，他衣兜里总是揣着两根人类腕

骨来不断地判断、不断地练习。“裴文中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

成为法国地质学会的会员。”裴文中回到国内以后，到燕京大学教史前

考古学，一开始有很多人听说这是著名的学者，都来旁听，但后来听着

觉得太枯燥了，就走掉了。最后教室里只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

贾兰坡。所以这是一门相当枯燥的学问。“翁文灏出任了经济部长，兼

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些学者开始在战乱中四散，但是周口店发掘出来的这些非常珍贵的

“北京人”头骨，还都在协和医学院里藏着。后来这些头骨保不住了，



怎么办呢？他们就向美国公使馆申请保护。美国公使馆一开始拒绝，但

是后来经过多次的磋商同意了，决定让哈德逊总统号把这几个头骨运到

美国，战后再送回中国。就在准备上哈德逊总统号之前，这几个头骨先

被运到了美军的秦皇岛军营，结果秦皇岛军营被日军攻陷了。自此，这

五颗周口店的“北京人”头骨全部遗失，后来经过很多次的追寻也没找

到。 

  

曾经有美军士兵说，他们在开枪的时候，用这个箱子做过垫机枪的垫子，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过真正的头骨。好在头骨还在协和医学院的时候，他

们做了模型，这个模型和原来的头骨是完全 1:1 的等比例复制，所以我

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都是“北京人”头骨的复制品。1966 年 5 月 4 日

和 5 月 5 日，在周口店又出土了一个枕骨和一个额骨，两个小碎片。这

两个小碎片和之前发掘的周口店的头骨能够严丝合缝地拼在一块儿，这

对于前辈学人也算是一个告慰了。 

  

接下来要讲到清华国学院。今天你走在清华大学校内，能看到有一组四

个人的雕像，这就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分别是谁呢？王国维、梁

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关于陈寅恪（què）先生名字的发音，一直都

有争执，有人说应该念陈寅恪（kè）。除了这四大导师之外，还有一位

讲师就是李济。李济之所以做讲师，不是因为他地位不够高，而是因为

李济需要做考古，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外面跑，没法儿在学校里待着，



因此国学院就给了他一个特别讲师的身份。这五位教授的薪资一样，都

是四百大洋。[粟渺社分享微信 jnztxy] 

 

  

王国维是经胡适力荐，推荐给清华学校的校长曹云祥的。曹云祥是哈佛

大学毕业的，他希望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真正地转变成清华大学，所以

胡适向他推荐了王国维。“他（王国维）也实在不能算是老派学者，不

仅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翻译过康德、拜伦和叔本华的作品，而且早

年还曾用叔本华的学说研究《红楼梦》，这称得上近代中国以西方思想

阐释中国经典的开山之举。此后，他的研究领域更是横跨文学、美学、

历史、哲学、金石学、甲骨文和考古学。不过，这位思路新锐的学人，

却一直以清朝的遗臣自居。”就是王国维一直留着辫子，他曾经被溥仪

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还曾经“加恩赏给五品衔”，“着在紫禁城

骑马”。但是他的学问确实很新，而且中西贯通，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梁启超先生更是大名鼎鼎。 “他十七岁拜康有为为师，二十岁出头就

以一支笔名动京师。‘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创办《清议报》

和《新民丛报》，继续以言论主导时代。……他创办‘共学社’和‘讲

学社’，译书，出版，建立图书馆，邀请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开启民

智。英国思想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先后应邀来

到中国。”这些人来中国，都是梁启超请的。“美国教育家杜威更因‘讲

学社’力邀，决定在中国多留一年。” 



  

梁启超后来给自己锁定了三所学校：上海的中国公学、天津的南开大学、

南京的东南大学。他说自己这叫“狡兔三窟”，有这三个学校可以讲学。

结果在 1925 年 2 月 22 日，春暖乍寒之时，吴宓揣着清华国学研究院

的聘书，在饮冰室门外候着。大家知道，梁启超先生的书叫《饮冰室文

集》，他的书斋叫作饮冰室。梁启超其实从 1922 年开始就在清华兼课，

包括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来自他的一次演讲。所以后

来梁启超很高兴，说“三窟之外再得一窟”，他把清华视作是自己的“第

四窟”。这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 

  

还有一位是陈寅恪先生，他被称作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我们一般人留洋

三年、五年，长一点的话十年、八年，陈寅恪留学十八年。“陈寅恪出

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的新政重臣，父

亲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陈寅恪在日本、德国、

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十余年，却无意浮名，只是一味读书，没有攻读

学位，也没有著述。”他什么都不要，因为这人叫“公子之公子，教授

之教授”，就是他非常喜欢读书、学习。当时的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坚持

认为，陈寅恪没有资格做教授，因为他没有学位，不能为他降低标准。

吴宓极力申辩，他认为陈寅恪太厉害。“吴宓非常了解陈寅恪，在美国

读书的时候，他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吴宓当时说：

“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在他的极力主张下，陈寅恪被请回了国内。 



  

还有一位就是赵元任先生。我前两天刚看过赵元任先生的一个传记，实

在是太有意思了。这个人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有一次在茶话

会上，赵元任把十几个学生的杯子收过去，用这十几个杯子敲击出一首

乐曲。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对于声音的敏感度是异乎常人的。赵元任

比陈寅恪还要年轻两岁，那个时候赵元任大概只有三十三岁，但是聘请

赵元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人们没有任何异议。“他在 1910 年

以第二名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前往美国，广泛涉猎物理学、数

学、哲学、语言学和音乐，八年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其实是一个兼及数学、音乐、哲学、心理学、物理学、语言学的‘文

艺复兴式的智者’。” 

  

罗素访华的时候，赵元任给罗素当翻译。那个时候中国的普通话还没有

普及，所以如果用普通话给各地的民众演讲，民众很有可能是听不懂的。

所以赵元任能够做到到一个地方，只要几天时间就能够学会当地的方

言，并且能够面向大众做这样的翻译。你知道赵元任到晚年对于语言学

（尤其音调）的掌握到了什么程度吗？他给美国人表演“倒念英文”，

比如 How old are you（你多大了），你把这句话的发音倒着念一遍，

你会发现这很难。他是把一整段的英语倒着念一遍，念完以后用录音机

录下来，正过来播放，没有差错，他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赵元

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教授。 

  



再加上中国考古之父李济，这五个人凑在一块儿形成了国学院。“（他

们）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他们中有晚清遗民，有共和斗士，

有新派学者，也有传统士人，政治立场和学术兴趣不尽相同，甚至不时

相互抵牾（产生矛盾），是国学研究院提供了一片相对自由宽容的空间，

让他们可以心无旁骛，专注学术。”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学术乌托邦，

每个教授都有非常鲜明的风格。 

  

有很多学生回忆说，他们问王国维问题的时候，王国维懂的就立刻回答，

不懂的地方王国维就说“这个我不懂”，就是一个教授经常会说“这个

我不懂”。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后来回忆他当年的老师，说他写了一

篇论文交上去以后，被梁启超先生大力地表扬，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

但是到了赵元任先生那儿，赵元任先生逐条地批复“这一条不严谨”“那

一条有问题”，最后给他留了一句终身的座右铭——“言有易，言无难”，

这句话被王力先生当作一生的座右铭去信奉。“言有易”，就是说做学

术，你要想说一个东西存在，相对比较容易，你去田野考察，找到了就

行；但是如果你凭空地说一个事不存在，这是需要长时间论证的。这是

王力那时候所受到的训练。 

  

1926 年，李济和袁复礼到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了大量的古代的碎片，

要运回北京。但是当时的官员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非得把这东

西运回北京呢？他们找了很多的人去说情、疏通。直到最后，有一个车

站的小官吏说：“放行吧，放行吧，大概是拿回去化验和提炼。”“化



验”和“提炼”这两个词，是车站的一个小官吏讲出来的，是为了给他

们放行所找的借口。但是李济听到这个词，觉得说得很好，说我们从考

古当中所发现的这些东西，就是要做化验和提炼。这是特别有趣的花絮。 

  

整个清华国学院为什么在历史上只存留了四年的时间？转折点要从

1927 年 6 月 2 日讲起。这一天，很多学生都跑来找吴宓，说有没有见

到王国维先生。大家都在找王国维，没有找到。王国维在 6 月 2 日这天

投湖自尽。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当时的背景是北伐战争快要打到北平

了。 

  

“吴宓突然想起，十几天前，王国维曾来找他和陈寅恪商量，一旦北京

沦陷该何去何从。当时，吴宓建议他暑假去日本，陈寅恪则劝他搬回城

里居住。王国维却坚定地告诉两个后生：‘我不能走。’还有一些人劝

他剪掉辫子，以避风头。他却回答：“这条辫子只能等别人来剪，我怎

能自己剪掉？”原来那时王国维就已下定了赴死之心，所以才会在这些

天里不动声色地预先做好一切安排——悄然交接好学校的各项事务，把

学生们的课卷也都评阅妥当，随后才放心地在遗嘱中写下这样的话：‘五

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读溥仪的自传《我的

前半生》里也讲到了这段历史，他说王国维的去世还有很多私人的原因，

非常复杂。 

  



“第二天，吴宓才在鱼藻轩见到了王国维。”就是王国维到颐和园投湖

自尽。“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

如生，至为凄惨。……陈寅恪与吴宓率先向前，不是鞠躬，而是匍匐跪

拜。”他们用古老的传统方式，向王国维行了大礼。“王国维被退位的

溥仪赐了谥号‘忠悫’，这个落第秀才的名字也终于被收入《清史稿》，

位于列传第二百八十三。寥寥三百余字。”后来清华国学院的同事们，

为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立了一块碑。今天你走进清华的二校门，依然可以

在左手边找到这块碑。碑上写：“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

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写碑文内容的是陈寅恪，设计

这块碑的形制的是梁思成。[粟渺社分享微信 jnztxy] 

 

  

在王国维投湖自尽以后不多久，梁启超的身体也出现了变故。那时候他

尿血，到协和医院去看病，协和医院决定要给他切除掉右肾。结果右肾

被切除了以后，他依然尿血不止。梁启超后来在报纸上告慰读者说：“因

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

现在越发健实了。”他希望国人不要怀疑或迁怒于西医，不要因他的生

死而抗拒现代医学。 

  

梁启超后来说“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他还是对清华研究院非常有

感情的。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每天读稼轩词苦中作乐，还在不断地研

究辛弃疾。“1928 年 11 月 27 日，梁启超再次被送进协和医院，经化



验，他的痰中有一种罕见的病毒，此前只在美国威斯康星发现过。他自

知去日无多……要求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

界之参考’。”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松开了紧握的拳头。这是

第二位巨星陨落。 

  

这时候赵元任在全国各地进行吴语方言的调查，进行统一国语运动。很

多人不明白，说那个时候中国最需要的难道不是勘探、交通，为什么需

要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对于救亡图存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钱

玄同曾把国语运动视为‘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因为有了国语，

全国人民才能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们的情感思想才能够表达’。”

语言学的研究，尤其是普通话的普及，能够使国民更好地团结在一起，

更容易完成教育，更容易产生文化的认同感。 

  

所以你想，四大导师中两位去世，赵元任长期在外考察，李济长期在野

外科考，只剩下陈寅恪一个人独木难支，他一个人根本带不了那么多学

生。后来傅斯年回国，在广州创办了史语所（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以

后，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都聘请到了史语所。傅斯年用了一个词“狼

狈为善”，他喜欢开玩笑，他说狼和狈是相互合作的，相互合作不一定

非得“为奸”，也可以一起做点好事，所以叫作“狼狈为善”。这就是

整个清华国学研究院大概的历史，一共四年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史语所成

立后，在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这要从

1928 年 8 月 13 日，董作宾来到安阳小屯村开始说起。安阳当地的人

喜欢收集“龙骨”（甲骨），把它们当作中药的一味材料。当董作宾来

到这儿以后，发现“龙骨”上全部都刻了字，有大量的甲骨文。董作宾

喜欢用河南话喊“老天爷”，说这个要赶紧开发，他就赶紧找傅斯年申

请要钱。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闯将，后来到欧洲留学。他在 1928 年成

立了史语所，讨来了一千银圆，用这一千银圆资助董作宾开始发掘。 

  

1928 年 10 月 13 日开始发掘，开始的时候相当不顺利，因为董作宾是

一个受金石学熏陶长大的人，他的考古重点根本不在于考古的发现，而

在于甲骨文的研究。那个时候的学者为什么开始重视纸上和地下的结

合，就是因为：“1920 年代，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中国欲求真

正的复兴，必须追本溯源，理清文明嬗变的轨迹，才能以古鉴今，重塑

文明的新格局。在现代语境下，国家意识的苏醒催生了对民族身份的探

寻，学界首当其冲。”所以傅斯年当时有一句话，讲得特别有意思，叫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从《长恨歌》中化用了一句，

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希望纸上和地下的研究

能够配合在一起。 

  

之后李济从清华加入史语所。李济是人类学的博士，所以有这方面的根

底。他带来了一些年轻人，包括王庆昌、裴文中。大家听到裴文中这个



名字觉得很熟悉，裴文中是先到了殷墟，在殷墟表现不好，又被派到了

周口店，结果没想到在周口店竟然有了人生重大的发现。当时有很多地

头蛇，因为看到来了这么多的学者，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他们就认为殷

墟这个地方一定有宝贝，所以到处乱打洞，这件事情让学者们非常头疼。

他们还要带着武装，有时候会与盗墓贼交火。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考察，

安阳考古进行了十几次。 

  

1936 年 6 月 12 日，石璋如领队的这一次考察，挖出了著名的 YH127

大坑，当时龟甲无穷无尽，好像通过在现场的考察挖掘不完。最后他们

想了一个办法，把整个灰土柱刨出来，一直运到南京，在南京保存，然

后一点点地进行拆解和考察。这个灰土柱有多重？七十个民夫抬不动，

能够把火车的车轴压断，在搬运的过程中经常会碰伤别人。这是武丁时

期的甲骨灰土柱，产生了很多重大的发现。“从 1928 年到 1937 年，

史语所考古组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不仅为中国的现代考古树立了

典范，而且直接改写了世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大量的出土文物将中

华文明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这也顺势回击了之前安特生说的“中

国文化西来说”。并且（通过小屯出土的青铜器）发现，商朝的时候，

中国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梁思成的弟弟，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另外一个儿子梁思永，

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赵元任在全中国进行方言地理的调查，



梁思永发掘了昂昂溪史前遗址，史语所和山东大学联合在城子崖遗址发

现了我们今天知道的著名的龙山文化，这都是那一个时期的重大发现。 

  

接下来，抗战爆发。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先是到了长沙，然后从长沙去了昆

明。陈寅恪右眼失明，在离开北京的时候，让他的女儿一遍一遍地背诵

长沙所投靠的亲戚的地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身上不敢带纸片，

一旦被日军搜查出纸片，这就是很严重的事，很危险，所以必须要靠脑

子把地址记住。所以他一遍一遍地让女儿背诵，万一路上走失，要确保

女儿能够找到长沙的这个亲人，然后开始上路。 

  

赵元任和他的夫人带着四个女儿，也开始了南下之路。李济、梁思永、

董作宾他们和史语所的“十兄弟”在长沙话别。史语所用了这么多年，

培养出了“十兄弟”。“短短几年之间，‘十兄弟’与他们的师长和同

仁一道，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包括殷墟的十五次发掘、

山东城子崖……等等。人生终究难逃一别，只是这场别离来得太过仓促。”

就是他们各奔东西。 

  

赵元任之前一直收到美国很多大学的邀请，他都拒绝了。但是来到昆明

以后，赵元任带着四个女儿确实压力很大，他决定接受夏威夷大学东方

研究所所长孙启礼的邀请。1938 年初夏，他决定去夏威夷任教。“临

行前，流寓云南的朋友们纷纷来到昆明送别。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夫人特



地从蒙自赶来，送给他一个气锅，盖子上有四个字——‘故国可家’。”

他在夏威夷大学待了一年，次年前往耶鲁大学任教，出版了《钟祥方言

记》，然后又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1945 年，他当选美国语言

学学会会长，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但他却作为一名异乡客领袖群伦，堪

称传奇。”赵元任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 

  

陈寅恪在这期间收到了牛津大学的聘书，但是未能成行，因为欧洲战场

已经打起来了。“凭借手头一本眉注本的《通典》，他还是在 1939 年

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他没有资料，没有太多的书，

就找到一本书也要做研究。“凄风苦雨之中，依靠在昆明买到的一部《新

唐书》，他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为了摆脱苦厄所带

来的痛苦，他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这个“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

授”，到后来整天为了几张纸，向别人写信讨要。就是他没有纸，希望

别人能够给他一些纸用。 

  

1944 年 12 月 12 日，他的左眼也失明了。陈寅恪最后是双目失明。“老

友吴宓到医院探望，陈寅恪还忍着创痛向他详细描述《故宫博物院画报》

各期刊载的曹寅奏折，认为有很多资料可以用来考证《红楼梦》后四十

回也是曹雪芹所作。”真是令人感动。[粟渺社分享微信 jnztxy] 

 

  



那个时候，傅斯年带着这样一群史语所的学者，拖家带口地逃避战乱，

他就想什么地方才能够给他们放下一个安静的书桌呢？他想到一定要

找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地方。就是地图上能够看到昆明这个地方，所以会

遭到轰炸。如果有一个在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愿意收留我们，这个地

方就安全很多。后来他找到了四川的李庄。今天大家可以去李庄旅游，

我去过，李庄确实是……它叫中国李庄。那个时候李庄没有名气，但是

在当年没过多久，如果你在一封信上写“中国李庄某某某收”，就能够

寄得到。就是因为这些学者全都迁到了李庄，包括史语所，以及我们后

边要讲到的中国营造学社，还有同济大学，都迁到了李庄这个地方。 

  

史语所的落幕，要讲到 1950 年代。1950 年，傅斯年兼任着台大的校

长。在 12 月 19 日那个寒冷彻骨的冬夜，他的夫人俞大彩后来回忆—

—你想傅斯年的地位很高，而且是大学校长——傅斯年跟他的太太讲，

说：“等我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

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他的裤子甚至不足以御

寒。傅斯年说着忽又起身，絮絮叨叨地向妻子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

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

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第二天，他开了一天的会，下午 5 点 40 分，又在会上遭到他人的质询。

之后，他再次上台说：“我对有才能，有智力而贫穷的学生，绝对要扶

植他们。”说着说着，突发脑出血晕倒在台上。夜里 11 点 20 分，五



十四岁的傅斯年在台北去世。他被称作是“中国现代学术界的设计师”，

同时又扮演着工兵般的角色，整天在为大家争取研究经费，解决同仁的

安全问题、生活问题。这是傅斯年落幕的过程。 

  

1954 年，梁思永在北京去世。梁思永去世以后，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插

曲。梁思永有一个学生，就是我们说“十兄弟”之一的高去寻。高去寻

看到梁思永留下了一个遗稿，写了二十多万字，还没有写完，叫作《侯

家庄》，它是关于侯家庄考古的学术书。高去寻对于侯家庄并没有特别

大的兴趣，但是他看到老师的遗稿只写了不到一半，他决定要为老师把

这本书写完。 

  

“这个决定，耗尽了高去寻的整个余生。从 1959 年直到 1991 年去世，

三十二年间，他都在重复着这件庞杂而烦琐的工作。”就是他一件一件

地寻找器物，对照，然后写下来。“《侯家庄》系列发掘报告一本接一

本出版，每一本都重达十几公斤。高去寻几乎全凭一己之力编撰了三十

二年。然而，在每一本发掘报告的扉页上，他都写上‘梁思永遗稿，高

去寻辑补’。”这真是太让人感动了。他的老师其实只写了二十多万字，

但是在之后的几十本当中，每一本都写着梁思永遗稿，他作为学生高去

寻，只是梁思永身后的一个影子，帮助老师完成了学术的大作。这就是

整个史语所的经历。 

  



接下来，我们最后要介绍的机构就是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其实

主要讲的就是关于《营造法式》这本书。1925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

学院建筑系四年级的学生梁思成，收到了他爸爸梁启超寄来的影印本

《营造法式》。梁启超告诉他：“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

光宠。”1919 年《营造法式》突然重现人间，成为一本天书——这是

北宋时期的建筑师李诫写的一本书，有大量的插图，画着中国古代房屋

的构造。但是现在的工匠和学者无法破解这些图，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一

本天书，感觉很难读懂。 

  

那个时候梁思成在宾大，他的未婚妻林徽因也在宾大，但是因为宾大建

筑系不招收女学生，林徽因自己只好暂时学美术，但一直旁听建筑系的

课，还因为才华出众，一度在建筑系做助教。你想，这人多了不起，不

收她当学生，她直接当助教。“两人成婚时，特地把婚期定在三月二十

一日，就是为了纪念《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因为那一天是宋代为李

诫所立碑刻上唯一的日期。”大家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叫什么名

字吗？叫梁从诫先生。为什么给儿子起名叫“从诫”？“以示终生追随

李诫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决心。”好有理想。 

  

那个时候，中国的建筑界受到日本人伊东忠太的“挑衅”。1930 年 6

月，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在建筑界发表了一个演讲，他说：“中国学

者应当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而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研究，则应由日

本学者代劳。”这句话让中国学界特别愤愤不平。伊东忠太认为中国人



没有走田野的能力，所以交给日本人来干这件事就好了。而且日本有唐

朝以前的建筑，就是日本有很多上千年的建筑。梁思成和林徽因就立志

要在中国的田野上找到唐代的建筑。 

  

那时候朱启钤正好成立了营造学社，邀请了梁思成。梁思成回国后，先

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刘敦桢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

和建筑科，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1931 年和 1932 年，梁

思成与刘敦桢相继辞去教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分别担任法式部主任

和文献部主任。”对于《营造法式》的研究，终于要从纸上转移到地上

了。 

  

那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田野考察，先是去了河北，

后来到了山西。“1932 年春天，梁思成带着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

思达，一路前往河北蓟县。独乐寺没有让他们失望。这座寺庙建于辽圣

宗统和二年，比唐朝灭亡晚了七十七年，但是比《营造法式》的刊行早

了一百一十六年。” 

  

“在后人想象中，梁思成等人的旅程仿佛诗意盎然。……事实上，诗意

只是苦尽以后的回甘，考察之路其实无比艰辛。”就是他们经常没地儿

住，没水喝，没饭吃，要解决的是这些生存的问题。“1933 年，当梁

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在秋雨中抵达大同，曾经的北魏故

都、辽金陪都，竟找不到一间可以住的旅馆。”就是他们没地儿住。后



来幸亏是当地有一个朋友，在家里给他们安排了一间房间。然后他们在

大同考察了华严寺，虽然他们之前看过华严寺的照片，但是依然“同声

惊讶叹息为巨构”。他们把山西视为“木质古构的富饶温床”，就是在

山西真是找到宝。 

  

然后他在应县发现一座辽代的木塔，他一直梦寐以求想要去应县。今天

大家觉得要去应县，抬脚不就去了吗？但那个时候连公路都不通，怎么

去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他怕白跑一趟，所以做了一件很有意思

的事。梁思成给应县随便寄了一封信，这封信上写的什么呢？叫作“探

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随便投一下，

帮我送到应县水平最高的照相馆，送到那儿以后，信上说，能不能帮我

拍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我先看这张照片，再决定要不要跋涉到应县去。

结果没想到这封信还真的被照相馆收了。照相馆就帮他拍了一张照片，

并且不要钱，只是希望得到一些北平的信纸和信笺。这个照相馆的人也

是一个高人。 

  

后来梁思成他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立刻决定到应县去。“几天前在华

严寺和善化寺发现的三十多种斗拱，已经让他无比震惊……而与它们相

比，应县木塔简直是一座斗拱博物馆。”所以他非常兴奋地在应县木塔

上考察。应县木塔很高，他爬在那个顶上考察的时候，突然一个炸雷在

耳边炸响，他差点手一松从塔上掉下来，就是这个考察过程非常艰难。 

  



1934 年的时候，费正清夫妇要跟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块儿到山西考察。

“这个夏天，他们走访了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

赵城八个县，调查了三四十处元明时期的古建筑。一路上辗转奔波却又

惊喜连连。山西的日子仿佛永远也过不完。……他们阅尽了沿途的寺庙

道观，却仍心存奢望。他们想要证明，在中国大地上仍存在着唐代木构

建筑，但它依然远在天边。”想找到一座唐代的建筑，真的是一件相当

不容易的事。 

  

“1937 年 6 月，他们再度启程，第四次前往山西，寻找梦寐中的唐朝。”

这一次他们来对了地方。他们到了五台山，没有进台怀镇，而是到了佛

光寺。他们在佛光寺不断地寻找，后来林徽因在房梁上看到了一行字：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然后她突然想起在殿外的石经幢上

看到了一些关于官职的记录，于是决定重新读一读经幢上的文字。在经

幢上，她发现一行相仿的字——“女弟佛殿主宁公遇”。经幢是唐朝大

中十一年立的，那一年是公元 857 年。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佛光寺的殿

里有一个跟其他佛像格格不入的女子像，世俗装扮，别人告诉她那是武

则天。实际上那个世俗像的女子是当时的供养人宁公遇。这件事情破解

了这个大殿的历史，这个大殿是唐朝的建筑。他们终于为中国找到了一

座千年的唐朝建筑，它“斗拱雄大，出檐深远”。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

当时所做的学术工作。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们也同样到了昆明。之后他们也跟

随史语所一块儿到了李庄。在李庄的时候，大家回忆说梁思成有一天跟

他的孩子讲：等将来胜利了，一定要美美地喝上一顿番茄蛋花汤。就是

连番茄蛋花汤都成为一个奢侈的东西。 

  

1943 年初夏，李约瑟也到了李庄。李约瑟在李庄的时候，想考察这些

科学家的研究室，说“你们在这儿怎么做研究”，别人把他带到了童第

周的实验室。童第周是一个生物学家，他用来做实验的唯一设备，就是

一个简陋的显微镜。他观察的对象就是一缸金鱼，唯一的实验对象就是

金鱼。所以李约瑟觉得这些大学者们也像是被困在沙漠里的金鱼一样，

被困在了李庄，但是他们给李庄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 

  

1945 年，梁思成启程前往清华，十五年的营造学社落幕。后来他又在

清华建筑系做了系主任。1955 年，林徽因病逝。“人生中的最后六年，

她参与设计了国徽、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

因的墓碑，是由梁思成设计的。他在碑上留下七个字——‘建筑师林徽

因墓’——为爱人一生盖棺定论。”1968 年 4 月 30 号日，刘敦桢因

病不治去世。四年后，梁思成孤独地闭上了眼睛。这就是营造学社的整

个经过。 

  

读这本书是为了向前辈学人致敬，让我们知道哪怕在乱世之中，学术研

究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学会尊重常识，尊重独立之精神



和自由之思想。最后我们用丁文江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他说：“明

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工作，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这本书从丁文

江开始，到丁文江结束，让我们知道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期待着我

们的学术界会出现更多的大师。 

  

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